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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台灣的勞工運動研究中，可說是一種特殊，卻又必然的存

在。本書之所以特殊，主要原因在於過往台灣勞工運動的研究大多側

重民營企業的勞工，並且從各種角度解釋台灣勞工運動政治上的消極

性與壓抑和其從屬地位（Deyo 1989; Lee 2011; 王振寰 1993; 李允傑

1999）。本書所探討的主題卻是以國營企業勞工為主，並著重於勞工

如何動員並且改變其階級從屬與依賴的地位。當研究焦點著重於勞工

的動員，以及勞工如何透過動員改變其從屬性與依賴性時，本書在眾

多的勞工運動研究中將成為必然的存在，因為在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

的資本主義制度結構和威權體制的政治經濟脈絡中，相對於中小企

業，國營企業勞工較有可能形成集體行動。

以往台灣勞工運動研究以民營企業的勞工運動（王振寰、方孝鼎

1992; 李允傑 1999），主要著重於為何民營企業勞工無法形成有效地

集體行動或是勞工抗爭行動，其中大概可以分為三種不同的觀點：第

一，文化主義的觀點，認為在儒家主義的影響下，勞工被形塑為必須

努力工作，且對雇主有其忠誠性（家父長主義）。但是，文化主義的

觀點過度著重於勞工之間所共有的文化是否能夠解釋管理階級的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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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勞工階級的從屬性，而忽略了管理階級與勞工階級之間的衝

突。第二種觀點則是著重政治經濟結構解釋，如 Deyo (1989) 認為東

亞國家的勞工階級從屬性是因政治威權體制為了經濟追趕的目標而服

膺發展主義的經濟目標，因此採取政治壓抑與排除的手段，有效地將

勞工階級去動員化，進而鼓勵生產投資。第三種觀點則是著重於台灣

中小企業主導的經濟生產制度。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資本主

義的矛盾在於資本集中化的過程當中，亦會促成勞動階級意識的興起

以及力量的集中 (Stephens 1979)。因此，在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資

本主義生產制度中，資本的集中程度相對較低，不如韓國與日本，勞

動階級意識不容易形成，勞工組織力量也就相對分散與弱勢。但是，

上述這三種觀點，都過度著重於台灣民營企業勞動階級的消極性以及

解釋其政治排除與從屬地位，卻忽略了台灣勞動階級的多元性以及其

勞工運動與抗爭的多樣化形式。

因此，本書主要探討的是台灣從戰後至今，國營企業勞工如何透

過勞工動員與抗爭改變其從屬和依賴的地位。其研究對象是在二次世

界大戰前就已經存在的台糖和中油兩個台灣戰後重要的國營企業。相

對於民營企業的勞工，由於國營企業勞工是從屬於國家機器，因此其

政治組織和動員是相對被壓抑以及被動。雖然台糖與中油皆屬於國營

企業，同時亦具有許多類似特徵，但是因為資本主義工業化和軍事主

義動員的過程，導致勞工運動的形成與結果呈現截然不同的結果。台

糖是戰後國民黨政府從日本殖民政府接收的國營企業，其勞工相對較

多、穩定且同時較為服膺於族群分化中的劣勢地位，因此在日本殖民

政府時期時，台糖勞工就逐漸形成貴族勞工階級 (labour aristocrats)的

階級意識；相反地，中油是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時期就已經存在的國營

企業，但是受到戰爭期間的破壞，使得其中油的員工相對較少、年輕

且流動性高，因此中油的勞工階級形成呈現一種初始無產階級化

(nascent proletarisanisation)的狀態。

為了解釋台糖與中油兩個國營企業勞工運動的差異，作者利用歷

史制度主義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的觀點分析台糖與中油的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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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勞工運動如何受到制度（族群、黨國體制和內部勞動市場與工會

組織）的影響與限制，進而解釋其國營企業勞動階級的分化以及台糖

與中油的差異。Thompson (1963)以文化主義的觀點解釋英國勞動階級

的形成，認為勞動階級的形成主要是在於一開始勞工之間能夠具有共

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階級經驗，之後才會產生共同的階級意識。但

是，他指出勞工不見得會如文化主義的觀點所假設的：一定會將勞工

階級利益視為最重要的。相反地，許多勞工階級內部是具有對抗性

的，且勞工階級同時也會著重於非勞工階級的利益。這也代表著勞工

階級不見得同時具有相同的階級利益，反而在不同產業或是企業規模

的勞工會有不同、甚至彼此衝突的利益 1。這一點何明修的理論觀點

挑戰了傳統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出來的權力資源理論 (the power resource

theory)(Korpi 1983; Stephens 1979)。其次，傳統勞工運動研究相對著

重於明顯可觀察到且激進的勞工運動，但是實際上，許多勞工運動或

抗爭是透過相對非顯而易見的抗爭行動。因此，作者指出，研究當代

勞動階級形成的理論必須能夠解釋勞動階級為何透過較為不明顯的抗

爭行動爭取非勞工的階級利益。而這也就形成此書理論架構所要處理

的兩個議題：凝聚 (solidarity)和非明顯抗爭 (nonobvious resistance)。

沿著此一理論架構，此書的第 3章探討戰後族群分化的起源及其

如何影響國營企業勞工階級的形成模式。二次大戰後，國民黨政府指

派陳儀接收日本殖民政府所遺留下來的國營企業，以支應國民黨政府

在國共內戰時期中的軍事動員。此一國有化的措施，使得台灣的經濟

命脈幾乎完全被外省人所掌控，而形成另外一種新殖民主義 (neo-

colonialism)。在日本殖民政府時期，台灣勞工在國營企業中往往處於

從屬的地位，雖然台灣勞工懷有高度期待，幻想著戰後可以改變此一

從屬的地位，但是實際的情況是以往日本人的主導位置被外省人取代

而已，台灣勞工依然處於從屬的地位。為了掌控其國營企業以及維持

1 近來許多福利國家研究也都指出勞動階級的利益不見得會那麼一致，反而其政治利益
與偏好的形成是因為其所處的產業和企業規模、以及其所面臨的經濟與社會風險不同，
而有所差異 (Nijhuis 2013; Scharpf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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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支持者的忠誠，而安排退伍軍人在國營企業工作，並且他們往

往占據了高階主管與白領階級的位置，即使他們不見得具有相關的經

驗和技術訓練。因此，造成外省人往往具有相對高階的工作地位和較

高的薪資，卻不見得具有生產力；相反地，台灣籍勞工卻必須從屬為

低階的藍領勞工與操作員，其薪資也較低。換句話說，台灣勞工的階

級從屬性被族群分化和歧視所強化，而造成社會之間的極化與不滿情

緒，最終導致 1947年時的 228事件。

面臨 228事件時，國營企業的台灣勞工採取中立的態度，並且組

織自衛隊對抗外來的暴力抗爭。在這一點上，台糖與中油的勞工並沒

有太多的差異。相較於其他民營企業的勞工和農民，國營企業內的台

灣勞工的社會經濟地位依然具有相對優勢。因此，對於他們而言，最

重要的考慮是能夠保護他們所工作的場所，因為這也就意味著對其生

活所得來源的保障。而此意味著，第一，國營企業勞工具有一定程度

的階級意識與認同；同時，第二，國營企業勞工的階級意識與認同是

建立在經濟工會主義 (economic unionism)的基礎上。這一點其實與范

雲 (2000)所稱，台灣的工會運動是從政治導向轉向以階級利益導向是

有所不同的。

在 228事件之後，族群分化的問題並沒有被解決或是緩解，反而

加強了國民黨政府透過不同的策略加深對台灣社會各層面的控制。

1950年代之後，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開始讓軍人退伍，並且

使其能夠在社會中各個部門中任職，以維持其政治忠誠。因此，1950

年代初期，國營企業的台灣勞工成為被開除的首要對象，以空出位置

給予外省退伍軍人進入國營企業任職。雖然如此，但是大多數國營企

業的台灣勞工選擇對國營企業效忠 (loyalty)，而非出走 (exit)或是出聲

(voice)表達其不滿。因為相對於民營企業的勞工和農民而言，國營企

業相對之下提供了較好的待遇，包括其員工宿舍和較好的教育機會給

其員工的小孩。因此，他們寧願採取效忠的方式，而此一作為也體現

了經濟工會主義的基礎。

但是，在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控制策略下，國營企業的台灣勞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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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採取了儀式主義 (ritualism) 的虛應策略（第 4

章）。1950 年代之後，國民黨政府開始透過不同的策略控制台灣社

會，其中最重要的策略即是以列寧主義式 (Leninist)的黨國體制 (party-

state)滲透台灣社會各層面，進而掌握與控制台灣社會，如包括建立工

會與婦女互助會，以便監管勞工的生活。透過建立在具有象徵意義的

工會組織，國民黨可以有效地預防具有自主性的工會組織興起，進而

導致勞動階級的去動員化，或者是勞工的政治排除。也就是說勞工是

被強制性地整合進入其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控制結構中，並且非自願性

地被動員。在此一黨國體制中所形成的工會組織，並非是勞工用來爭

取福利與權利的組織，而是為了控制勞工以及提供福利給予勞工以交

換其政治忠誠的組織。因此，許多企業福利服務是透過工會所執行，

而非企業管理的一部分。同時，在黨國體制中，政治忠誠成為工作生

涯機會的前提，要求勞工展現對國民黨的忠誠，包括像是參與政治活

動或是加入國民黨，以交換未來職業生涯的晉升。但是，作者指出許

多台灣勞工則是採取儀式主義的策略以回應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儀式

主義係指勞工雖然被黨國體制的政治規範所限制，但是他們並沒有從

屬於其文化價值，而是表面上的敷衍以及虛應。因此，儀式主義不是

要徹底地改變壓迫的環境，而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抗爭，因為行

動者的目的在於能夠有效地維持生存。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自我意識

下努力去維持自我的自主性而不被黨國體制所控制的策略。此即作者

在其理論架構中所稱的非明顯抗爭。在儀式主義的策略下，後果就是

勞工的抗爭模式是以生存為目標的防衛性抗爭，進而導致國營企業的

經濟效率更為低落。

為了解決國營企業效率低落的問題，且面對 1960 年代美援終止

以及美國建議經濟發展策略應該從內需導向的進口替代策略，轉向以

外貿為主的出口導向策略；國民黨政府採取國營企業合理化的策略，

而非針對族群歧視與分化和黨國體制（第 5 章）。在 1960 年代人事

改革之前，台灣的國營企業採用一個包括職員 (staff) 與操作員

(operatives)的雙元體系，主要是根據個人的資格和教育程度，分配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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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工作。但是這個雙元體系是建立在族群分化與對政黨基礎上，往

往具有國民黨籍的外省籍員工可以占據白領階級的職員位置；台灣勞

工往往只是藍領階級的操作員，並且從屬於外省籍白領勞工。也就是

說，國營企業內部的雙元勞動市場是沿著族群分化與是否具有國民黨

黨籍的分野所形成的。這一點與傳統西方探討雙元勞動市場制度是建

立在技術類型與產業部門的分野有所不同 (Doeringer and Piore 1971)。

但是在 1960 年代，為了解決國營企業經濟效率低落的問題，國民黨

政府認為必須解決人事膨脹的問題，因此進行相關的人事改革，根據

員工的實質表現來決定其報酬和升遷。然而，這個人事改革卻深化了

族群分化的差異以及原本的雙元體系，進而形成內部勞動市場的進一

步深化。因為，在評估員工表現時，往往會受到員工是否具有國民黨

黨籍以及其省籍而有所影響，不具有國民黨黨籍的台灣勞工往往無法

受到公平的評鑑，而無法如外省籍勞工能夠獲得相對較好的升遷機會

與薪資報酬。進而造成國營企業的員工（特別是台灣勞工）如果要獲

得較好的升遷機會和薪資報酬的話，必須透過關係，如以走後門的方

式。這種透過關係走後門的方式成為勞工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抗爭模

式，因為他們沒有辦法透過正式的方式獲得升遷機會。但是，此一方

式卻進而弱化勞工的階級意識凝聚，因為勞工開始透過走後門的方式

競爭更好的升遷機會與薪資報酬。這就陷入所謂所有人的自我對抗的

戰爭 (war of all against all)(p. 114)。

透過關係走後門的方式並非所有台灣勞工都願意這樣做，許多台

灣勞工反而會以其他的方式，特別是兼職 (moonlighting) 的方式，增

加工作所得，以減少對建立在族群分化與黨國體制制度基礎的既有體

系的依賴（第 6 章）。在 1970 年代之後，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策略

已經轉向以外貿為主的出口導向發展策略，因此，中小企業開始蓬勃

發展。而受限於不公平的正式人事制度，許多國營企業的台灣勞工無

法獲得公平的升遷機會，又不願意靠關係走後門，就往外發展，透過

兼職的方式增加其所得以改善其生活水準。因此，這種方式往往是台

灣操作員的主要方式之一。這種兼職的方式，就作者的觀點而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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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日常生活的非明顯抗爭模式，主要是為了對抗具有族群分化基

礎的黨國體制，並且增加個人的自主性。

與此同時，台灣國營企業的工會本質也開始改變。在國民黨黨國

體制下，工會並非為了爭取或是保障勞工的利益，反而是國民黨政府

用來宣傳或是動員來對抗共產黨的政治組織。但是為了讓工會成員能

夠從屬於國民黨政府，因此工會具有提供勞工福利的責任與義務，以

做為維持其成員政治忠誠的政策工具，而此一方式同時也使得工會必

須或多或少回應工會成員的需求。此一政治策略逐漸使工會變成反映

勞工經濟與生活需求的中心，但是政治需求或是議題卻不被允許。事

實上，與此同時的韓國對於財閥 (chaebol) 的企業工會的態度亦是如

此，傾向將勞工與工會議題導向以階級利益相關的經濟議題為主，而

盡可能壓抑政治性議題 (Lee 2011; Yi 2007)。因此，在1970年代之後，

國營企業的工會開始一些零散的協商 (petty bargaining) 促進勞工的經

濟利益。這種零散的協商策略主要有三個特色：第一，主要是著重於

部門的勞工利益，而非整體的勞工利益；其次，著重於薪資和福利的

議題，而非就業和工會代表的政治議題；最後，則是以「比較」做為

協商的基礎，而非特定的原則。因此，整體勞工的階級利益就被忽略

或是不受重視，進而造成勞動階級的再分化。這些協商策略的特色，

其實與韓國財閥的企業工會在 1970和 1980年時非常類似，都是著重

於企業勞工的經濟利益和著重於薪資和企業福利 (Suh 2009; Yi 2007)。

然而，韓國財閥的企業工會和台灣的國營企業工會卻在 1980 年代中

後期之後，有不同的走向。韓國財閥的企業工會在民主化之後更為著

重企業工會利益，而造成勞工的雙元化；但是，台灣工會則是與政治

（黨）結合，而促成社會運動式工會主義的興起 (Lee 2011)。

社會運動式工會主義是台灣民主化之後工會的主要形式之一，主

要係指工會是勞動階級動員的工具，而非只是促進工會成員的利益

（第 7章）。此種形式的工會運動的興起主要是因為國營企業工會在

民主化過程中與反對勢力（主要是民進黨）結合，對抗國民黨的黨國

體制所形成的族群分化與不平等。因此，在 1980 年代中後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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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自主工會運動的興起，挑戰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並且積極地

參與政治活動，以及其工會運動如何與反對勢力（主要為民進黨）結

盟。自主工會運動一開始雖然主要是為了解決台灣勞工（基層員工）

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但也會關注與企圖解決其他的勞工問題，因而

造成自主工會逐漸地轉向以跨階級聯盟為主。

但是，1990年代之後因為台灣經濟結構的重組，如高科技產業的

興起、服務業比重增加、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市場和非典型勞動者的出

現等，以及民進黨在 2000 年成為執政者之後，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

義逐漸沒落。特別是面臨如環境議題、台塑石油出現和私有化的議題

之後，使得中油工會更加著重於其就業安全的議題，而使得他們與勞

陣漸行漸遠。使其在民主化之後，以政治和社會議題為主的社會運動

式工會主義轉變成為以工會成員經濟利益為主的經濟工會主義

(economic unionism)。這一點其實與韓國和日本的企業工會主義並無

顯著差異，在面臨經濟危機或是經濟不安全時，大型企業的工會多傾

向以就業安全為主，而非考慮到整體勞工的利益（Song 2014; Yang

2013;安周永 2013）。

由此可以看到台糖工會與中油工會之間的差異。作者採用生態學

觀點，指出社會連結 (social ties)根據不同的區域而有不同形式的鑲嵌

與群聚模式。相對於台糖，中油的勞動力具有地理性、工作場域和居

住場域的集中性，使得他們能夠較為容易形成其工會的行動性。也就

是說，台糖工會之所以不像中油工會那麼具有抗爭性以及成功，主要

是因為地理性原因造成。台糖工會主要是由 12 個工廠工會組成，且

工會成員都不超過一千個會員；另外，因為台糖員工主要的工作是具

有季節性的，往往是在冬天和早春時節，且其工作分類複雜且多樣，

使其工作場域相對去集中化；最後，由於台糖糖廠多位於鄉村地方，

因此台糖勞工可以以較低廉的價錢購得房屋，而居住在工廠宿舍之

外。這些因素使得台糖工會在集體行動形成和勞工意識形成較為不

易。而中油因為地理性、工作場域和居住場域的集中性，使得工會運

動的組織者可以建立綿密的人際網絡關係，進而組織工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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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性分析，最重要的除了有條理地梳理其中的因果機制之外，

最吸引人之處即是一個可以讓人感覺深入其中的好故事。本書同時具

有這兩個重要的條件。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清晰且有條理地理解變

項之間環環相扣，而帶領讀者進入作者的歷史時間之中，從鳥瞰與微

觀的角度，觀察與瞭解國營企業工會的內在運作的社會與政治邏輯。

范雲 (2000)的文章企圖闡明台灣工會運動的性格，認為工會運動

在威權體制到民主化的轉型過程中，是先成為一個以反對運動為主的

政治人，在轉向以階級利益為主的階級人。也就是說，先有工會運動

再有階級意識。但是，從本書清楚地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結構分析

中，可以發現國營企業勞工在戰後就透過多樣化的抗爭形式捍衛階級

利益，也涵養了台灣工會運動在民主化過程中產生社會運動式工會主

義的養分。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如果說團體是基於共同利益所建

立的，那麼勞工具有階級意識進而形成所謂的階級人，是建立在什麼

樣的共同利益上呢？這一點范雲沒有說明，本書作者也沒有說明。

就此點上，技術形成也許是一個切入點。在傳統人力資本理論

中，技術是具有特定專殊性而附著於不同的層次，如企業層次和產業

層次 (Becker 1993; Doeringer and Piore 1971; Iversen and Soskice

2001)。而擁有不同技術類型的勞工就有不同的經濟利益與偏好。譬

如，若勞工的技術是可以廣泛地流通於勞動市場，其所側重的並非穩

定的工作生涯，而是透過自由的勞動市場的競爭獲取高報酬，諸如美

國和英國；相反地，在日本與韓國的財閥中，其技術形成體系是以企

業為核心，勞工的技術是固著於其所處的企業，因此對他們而言最重

要的經濟偏好與利益即是維持穩定且具有高報酬的工作生涯，而非建

立一個廣泛地跨勞工階級的風險分擔團體 (Yang 2013; Yeh 2014)。台

灣的國營企業勞工與日本和韓國的財閥勞工類似，由於其技術主要是

固著於其所處的企業或產業，因此，對他們而言重要的階級利益與偏

好即是維持穩定的工作生涯，因為一旦面臨失業，將會導致勞工無法

順利地在勞動市場中獲得工作。這一點可以從本書的歷史分析中發

現，不論是在早期面臨政治危機，或是近來面臨經濟危機和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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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企業勞工最核心的階級利益與偏好即是維持其穩定的工作生涯，

而非建立一個跨勞工階級的風險分擔團體。

其次，雖然作者力圖解釋台糖工會與中油工會之間的差異，但是

其比較策略是有問題的。從其歷史分析，可以發現兩者唯一最主要的

差別在於民主化後兩者之間反對國民黨體制的力量是否能掌握工會組

織。但是，兩者在早期面臨政治危機和近來面臨私有化以及經濟危機

時，卻具有類似的階級利益，主要是捍衛工會勞工的就業安全以及經

濟利益。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採取比較研究方法 (comparative method)

最重要的目的在於控制變項，使得操作變項能夠有效地減少，而使得

研究者能夠著重於特定的解釋變項 (Goertz andMahoney 2012)。因此，

比較研究方法可以區分為兩種：最大相似方法 (the most similar system

method) 和最大差異方法 (the most different system method)(della Porta

2008; 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前者，主要是選取兩個或以上的個

案，其大多數的操作變項都相似，因此而能夠被控制，進而著重於其

兩者唯一具有差異的解釋變項，進而解釋兩個個案之間的差異。此種

方法常用於比較歷史分析。後者，則是選取兩個或以上的個案，使其

大多數的操作變項都具有差異，而找出個案之間共同具有的特性（解

釋變項），解釋個案之間同時具有的依變項。此種方法往往用於量化

分析。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解釋台糖與中油工會兩者之間在民主化

之後能否掌握工會組織，即要採取最大相似方法。

但是，弔詭的是作者卻在比較的過程中，強調兩者之間的差異，

特別是在第 2章中刻意強調兩者之間的歷史結構差異，同時在第 7章

時，卻將其解釋變項著重於其生態制度結構（地理性、工作場域和居

住場域的集中性）。也就是說，作者刻意強調兩者之間的差異，卻使

得其解釋變項變的更為多元且複雜，反而無法有效地說服讀者台糖與

中油工會之間的差異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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